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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分析

——基于粤东西北地区 12市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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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我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和

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普惠金融发挥更大作用。本文在测度精准扶贫时期粤东西北地区 12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

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研究发

现：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减贫增收，且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减贫增收效应要大于中高收入水

平群体。但是对于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减贫增收效应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来实现。为此，提出改

善普惠金融供给结构、优化供给方式，深化发展“普惠金融+产业项目”的产融结合扶贫模式和提高农村居民

的金融素质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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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d Mechanism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come Increa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12 Cities in the
Eastern, Western and Northern Guangdong

LUO Hua，ZHOU Wen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ur country has completed the goa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n schedule. In the post-poverty era,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
ments  and  deepen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quire  inclusive  finance  to  play  a  greater  role.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12 cities  in  the eastern,
western and northern Guangdo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fixed  effect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come increas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inclusive finance. The main conclu-
sions are as follows: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is conducive to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come in-
crease of rural residents, which affects more on rural low-income groups compared with middle and
high-income groups. But for rural low-income groups, the effect of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come in-
crease is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Consequently, this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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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put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ward such as improving the supply structure combined with op-
timizing the supply mode of inclusive finance,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of  “inclusive finance + industrial projects”  and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quality of rural residents.
Keywords: inclusive finance；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fixed effect quantile regression；medi-

ating effect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我国在 2020年如

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消除了绝对贫困，

实现了历史性承诺。在“后扶贫”时代，集中大

量资源进行脱贫攻坚的方式面临转变，巩固脱贫

成果和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普惠金融发挥更大作

用。粤东西北地区是国内较早推进精准扶贫和普

惠金融发展的区域，2009年开展“双到”扶贫被

学界视为精准扶贫的前期探索，2014年全面推动

普惠金融体系建设，2016年正式启动精准扶贫，

至今已实现了 4 000元标准下相对贫困村和相对贫

困人口全部出列，具有一定的“先行示范”作用。

以粤东西北地区为例，深入研究精准扶贫背景下

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及其影响机制，为此提

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具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针对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国内外学者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金融的“嫌贫爱富”特征使

贫困群体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普惠金融

可以拓展金融服务对象、提升金融可获得性、降

低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1]，缓解贫困人口的信贷

约束[2]，促进生产性投资[3]，实现减贫增收。普惠

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机制[4]，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 [5]。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 [6]、

增加就业机会[7]，直接和间接地对贫困产生积极和

显著的影响[8]。但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也受到

了一些因素的制约。对金融机构而言，农村地区

业务开展成本高、贷款风险大，导致商业可持续

性差，影响参与积极性[9]。对贫困人口而言，由于

金融使用能力不足，利用信贷资金增收创收的效

率低下 [10]；由于农村金融资源存在“精英俘获”

现象，信贷资金明显偏向了农村中、高收入水平

群体[11]；由于经济机会缺乏，从普惠金融发展中

的获益要小于农村高收入水平群体[12]。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普惠金融发展获得

了更多的支持和保障。精准扶贫建档立卡信息、

扶贫企业信息的对接共享机制，有利于金融机构

把握贷款对象的状况、降低放贷风险，提升普惠

金融在商业上的可持续性[13]。精准扶贫担保、贴

息等政策的支持，有利于金融机构降低运营成本

和提高风险保障[14]。在此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减

贫增收效应是否会有所改变？能否对精准扶贫的

目标群体起到精准帮扶的作用？是通过何种影响

机制实现？本文将通过理论机制分析与实证分

析，对现有研究进行深化和进一步扩充。 

一、   理论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普惠金融促进减贫增收的直接作用机制

普惠金融促进减贫增收的直接作用机制是将

农村居民纳入金融服务范围，提供信贷、储蓄和

保险等金融服务，通过降低贷款门槛、改善收入

分配、平滑消费、促进生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15]，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自我发展能力和风险抵

御能力，促进贫困减缓。在粤东西北地区，金融

机构通过产业链金融、金融产品和“政银保”项

目等途径为贫困人口提供针对性信贷服务，其

中，“普惠金融+产业项目”的产融结合扶贫模式

已成为推动稳定脱贫、防返贫的重要手段。该模

式下，信贷服务帮助贫困群体提升了获得生产要

素的机会，也增加了贫困户接受技能培训、教育

的机会，在提高贫困群体预期收入的同时，能够

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发挥普惠金融的“造

血”功能。保险服务是普惠金融参与精准扶贫的

重要业务，粤东西北地区保险业与各级政府合

作，推出了农村人身保险、普惠型补充医疗险、

农业保险等多层次保险产品。针对贫困人口，保

险机构制定专项保险方案与计划，提供“一站式

菜单化”服务，减少了选择盲目性和偏差，扶贫

资金进行保费补贴，降低了贫困人口负担。普惠

金融与精准扶贫的协调配合能够更好地服务农村

居民，尤其是政策倾斜下的贫困群体。基于以上

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减贫增收；

H2：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对贫困群体更

为显著。 

（二）  普惠金融促进减贫增收的间接作用机制

间接作用机制是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经济

增长来实现间接减贫增收。在微观层面，普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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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可以为小微企业缓解融资困难，支持小微企业

发展。作为农村市场经济的细胞，小微企业具有

旺盛的创造力和创新力，是带动贫困群体脱贫和

实现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此外，经济增长有利

于提升社会就业水平[16]，为农村地区、贫困群体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农村

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17]。

在宏观层面，农村发展离不开财政投入，精准扶

贫的开展力度也较为依赖地方政府的财力，经济

增长有利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提高，使当地政府

用于农林水事务和农村救济、补贴、保障的财政

支出提高，利好贫困群体。经济增长还具有“涓

滴”效应，有利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基

础设施得到不断建设、完善，激发农村居民对教

育、技能、信息的需求，间接提高农村人力资

本，改善整体脱贫环境。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

下假设：

H3：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通过直接作用

与中介效应共同实现。 

二、   粤东西北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一）  指标选取与测算方法

在借鉴部分学者关于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的基础上[18-19]，本文选择金融服务的地理渗透

性、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

三个维度对普惠金融指数（Inclusive Finance Index，
下文简称 IFI指数）进行测算。其中金融服务的地

理渗透性包含每百平方公里金融机构数、每百平

方公里从业人员数两个指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

性包含每万人金融机构数、每万人从业人员数两

个指标，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包含存款余额占

GDP比重、贷款余额占 GDP比重、保险密度三个

指标。数据来源：2010—2020年《广东省统计年

鉴》、2010—2020年粤东西北地区 12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n Di(i = 1,2, · · · ,
n) Wi

本文采用 Sarma构建的 IFI指数计算方法进行

测算[20]。假设普惠金融有 个评价指标

，每个指标的权重 ，测算普惠金融指数，需要

先计算各个指标的测算值和最理想值的欧式距离，

再把所有差距整合形成一个测度结果，公式为：

IFI = 1−
√

(W1−D1)2+ (W2−D2)2+ · · ·+ (Wi−Di)2√
W2

1 +W2
2 + · · ·+W2

n

（1）

Wi Di

Wi

Dn =（W1,W2, · · · ,Wn）

由于每个指标的权重（0 ≤ ≤1），所以 取

值范围为 [0， ]，IFI取值范围为 [0，1]，因此，

最理想的是当  时，IFI=1，普

惠金融发展水平最高。 

（二）  测算结果

如表 1所示，粤东西北地区普惠金融指数的

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 2009—2014年的缓慢

上升阶段，部分城市前期经历了小幅波动，

2014年相较 2009年指数平均增长了 0.04。二是

2015—2019年的快速上升阶段，普惠金融发展指

数 2019年相较 2014年指数平均增长了 0.09，此

阶段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得益于政策推动，按照

《广东省开展农村普惠金融试点方案（2014）》
《广东省关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设普惠金融体

系的意见（2015）》和《广东省推进普惠金融发

展实施方案（2016—2020年）》三大政策的要

求，粤东西北地区全面推广和开展农村普惠金

融，指数的增长幅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体系化发

展的成效。 

三、   实证分析
 

（一）  研究设计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关于资本积累水平与贫

困陷阱的相关论述，以及一些学者对财富拥有量

与贫困线之间的关系模型推导[21]，可以看出农村

居民收入水平是衡量减贫增收效应的重要指标。

基于此，本文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被解释变

量，IFI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此外，引入部分控

制变量，包括第一产业增加值（STRU）、固定资

产投资（ INVEST）、财政收入（ INGOV）、邮电

业务总量（POST）以及对外贸易（OUTPUT）。为

减轻数据异方差带来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取自

然对数。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

研究，使用该模型可以得到不同分位点上普惠金

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由此观察分布规律，

探究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减贫

增收效应的异质性。具体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lnyit = a+β1lnIFI it +β2ln∅it +μi+ωt + εit （2）

y

IFI ∅

i t

μi ωt εit

式（2）中， 为被解释变量农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 为普惠金融指数， 为其他一系列控制

变量，模型中的下标 代表 12个市， 代表年份。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则

表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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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证结果分析

q在进行被解释变量分位数回归时，当 在

（0,1）上取不同的值，可得到不同的参数估计

值。更多的分位点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信息，本

文选取九个分位点以代表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在

实践中，粤东西北地区 2009—2012年第一轮“双

到”扶贫的贫困人口划分标准为 2 500元（即 2009
年全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6%），2013—2015
年第二轮“双到”扶贫的划分标准为 3 480元（即

2013年全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3%），精准

扶贫时期的相对贫困人口划分标准为 4 000元（即

2014年全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3%），因此

本文将 10%、20%、30% 三个分位点对应贫困群

体（即低收入水平），40% 分位点对应中低收入

水平，50% 分位点对应中等收入水平，60% 分位

点对应中高收入水平，70%、 80%、90% 分位点

对应高收入水平。

q q q

q q

q q q

q

实证结果如表 2所示，在 9个分位点上，普

惠金融指数 IFI的系数均为正值，也都显著，说明

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均具有减贫增收效应。

通过比较不同分位点下 IFI指数的估计系数发现，

随着分位数点由低向高变动，IFI的估计系数总体

呈下降趋势。在 =10%、 =20%、 =30% 分位

点， IFI的估计系数相对较大，分别为 0.281 3、
0.247 9、0.221 9，说明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减

贫增收效应最为显著。在 =40%、 =50% 分位

点，IFI的估计系数小幅下降，说明中低、中等收

入水平群体从普惠金融发展中的获益略小于农村

低收入水平群体。在 =60%、 =70%、 =80%、

=90% 分位点， IFI的估计系数相对较小，在

 

表 1   2009—2019 年粤东西北地区 12 市普惠金融指数测算结果
 

城市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粤东地区

汕头市 0.33 0.37 0.36 0.36 0.37 0.39 0.42 0.45 0.44 0.46 0.48
潮州市 0.10 0.13 0.12 0.13 0.13 0.13 0.15 0.15 0.17 0.18 0.20
揭阳市 0.08 0.09 0.09 0.10 0.10 0.11 0.13 0.13 0.14 0.14 0.15
汕尾市 0.02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4 0.04 0.04 0.05

粤西地区

阳江市 0.03 0.05 0.06 0.06 0.06 0.07 0.09 0.10 0.14 0.16 0.19
云浮市 0.05 0.07 0.08 0.08 0.09 0.09 0.11 0.11 0.14 0.15 0.15
湛江市 0.06 0.08 0.08 0.08 0.09 0.10 0.12 0.12 0.13 0.14 0.16
茂名市 0.04 0.05 0.05 0.05 0.05 0.06 0.07 0.07 0.08 0.08 0.10

粤北地区

梅州市 0.06 0.07 0.07 0.08 0.10 0.11 0.16 0.18 0.20 0.24 0.28
韶关市 0.07 0.11 0.10 0.09 0.10 0.12 0.15 0.17 0.18 0.19 0.21
清远市 0.04 0.05 0.05 0.07 0.07 0.08 0.10 0.12 0.16 0.20 0.24
河源市 0.03 0.05 0.05 0.05 0.06 0.07 0.10 0.12 0.12 0.14 0.18

 

表 2   分位数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lny

解释变量 q=10% q=20% q=30% q=40% q=50% q=60% q=70% q=80% q=90%

lnIFI 0.281 3***
(3.69)

0.247 9***
（18.51）

0.221 9***
（6.51）

0.205 1***
（2.81）

0.207 6***
（8.30）

0.173 2***
（22.52）

0.164 7***
（18.73）

0.157 4***
（178.50）

0.171 6***
（20.83）

lnSTRU 0.260 0*
(1.69)

0.111 0***
（5.07）

0.067 9***
（3.09）

−0.011 6
（−0.14）

−0.134 3
（−1.37）

−0.006 5
（−0.33）

0.039 1***
（3.50）

0.047 3***
（21.90）

0.115 2***
（11.97）

lnINVEST 0.212 8***
（2.82）

0.196 5***
（12.38）

0.333 0***
（13.11）

0.381 5***
（2.83）

0.100 7**
（2.49）

0.161 6***
（9.16）

0.195 4***
（8.15）

0.257 6***
（69.97）

0.309 3***
（30.33）

lnINGOV −0.064 7
（−0.99）

0.010 0
（0.25）

0.180 6***
（3.23）

0.189 8*
（1.76）

0.301 8***
（3.30）

0.070 4***
（3.28）

−0.076 1**
（−2.13）

−0.140 3***
（−41.37）

−0.299 0***
（−32.63）

lnPOST −0.017 4
（−0.13）

0.052 9***
（3.71）

−0.167 8***
（−3.57）

0.044 1
（0.70）

0.175 9***
（2.76）

0.052 0*
（1.74）

0.211 2***
（6.56）

0.127 5***
（123.20）

0.134 1***
（13.75）

lnOUTPUT 0.026 7***
（0.21）

−0.082 0***
（−8.08）

0.047 4
（1.45）

−0.198 3***
（−2.81）

−0.333 2***
（−3.58）

−0.092 4***
（−5.14）

−0.124 7***
（−6.79）

−0.038 9***
（−12.96）

−0.085 2***
（−6.74）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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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0.18之间，说明农村中高收入水平群体从普

惠金融发展中的获益要小于农村低收入水平群

体。结果表明，粤东西北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能

够促进农村居民减贫增收，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

体的减贫增收效应要大于中高收入水平群体，这

种异质性表明普惠金融能够对贫困群体发挥精准

帮扶作用。假设 H1、H2成立。 

（三）  回归结果比较分析

上述回归结果为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结果，

为了对该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本文采用了随

机效应分位数回归和 OLS回归对解释变量进行参

数估计。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绘制如图 1所示。

q q q

从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与随机效应分位数回

归的估计系数对比来看，随机效应分位数回归下

的各变量估计系数与固定效应的估计系数结果大

体一致，但在分位点 =20%、 =30% 与 =50% 上

的 IFI估计系数相对偏低。从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

与 OLS回归的 IFI估计系数对比来看，普惠金融

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条件分布的前中端影响大

于对中后端影响，与上述研究结论相符。 

四、   机制分析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逐步回归系数法对影

X Y

X

M M

c′ b c′ ab

响机制进行分析。普惠金融促进减贫增收的间接

作用主要通过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实现，人均 GDP
是能够体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

本文选择粤东西北地区各市人均 GDP作为中介变

量。逐步回归系数法分为三步[22-23],首先检验方程

（3）的系数 c，即自变量 对因变量 的总效应；

然后检验方程（4）的系数 a，即自变量 和中介

变量 的关系；最后控制中介变量 ，检验方程

（5）的系数 和系数 ， 为直接效应， 为中介

效应。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Y = ∅1+ cX+ e1 （3）

M = ∅2+ aX+ e2 （4）

Y = ∅3+ c′X+bM+ e3 （5）

a

q q

q

a c′ b

a

表 3回归结果中，在 9个分位点上，除 在

=90% 分位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 =50%、

=80% 通过 10% 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余分位点均

通过了 5% 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 、 、 均为

正值，说明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是共同存在的，

假设 H3成立。从系数 来看，IFI指数对中介变量

人均 GDP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在低分位点上

这种作用最为明显，说明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

经济增长，并且对于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地

区这种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从表 4不同分位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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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X轴为分位点；Y轴为各个变量的系数；曲线为分位数回归系数；阴影部分为分位数回归系数的 95% 置信区间；带空心点粗
线为 OLS回归系数；空心点粗线上下两条虚线组成的区域为 OLS回归系数的 95% 置信区间。

图 1    不同分位点下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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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 q c′ < ab

c′ > ab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对比结果来看，在 =10%、

=20% 和 =70% 三个分位点上， ，中介效

应大于直接作用，在其他六个分位点上， ，

直接作用大于中介效应。在普惠金融实现减贫增

收效应的机制中，对于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中

介效应大于直接作用。而对于其他收入水平群

体，直接作用大于中介效应。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主要结论如下：（1）普惠

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居民减贫增收；（2）普惠金

融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对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存

在异质性，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减贫增收效

应要大于中高收入水平群体，说明普惠金融能够

对精准扶贫的目标群体发挥精准帮扶的作用；

（3）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通过直接作用和中

介效应共同实现，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中介

效应大于直接作用。

在不同扶贫政策下，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

应发生变化，其原因值得思考。在传统粗放式扶

贫阶段，扶贫工作主要以贫困县、贫困村为推进

单位，金融资源的调配、扶贫资金的使用无法做

到精准地帮助贫困户，加上精英俘获现象、金融

利用水平、人情关系等因素影响，农村中高收入

水平群体相对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而在

精准扶贫阶段，“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

理、精准考核”的要求，使得政府扶贫资金和金

融机构的普惠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落到贫困人

口上，且粤东西北地区通过重点开展“普惠金

融+产业项目”的产融结合扶贫模式，加上针对性

的扶贫贷款产品、政策性普惠保险产品，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贫困群体的不利状况。但是贫困人口

在获得资源倾斜的情况下，金融资源的使用能力

仍显不足，与乡村精英群体相比都存在差距，导

致直接利用普惠金融资源转化为实际收益的效率

不高，更多是靠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效

应实现减贫增收。

在“后扶贫”时代，如何让普惠金融巩固脱

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发挥更大作用，本文提出

以下建议：一是改善普惠金融供给结构和优化供

给方式，当前供给结构中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

融比重的失衡，造成了较大的资金缺口，制约了

普惠金融的服务效能，因此需要着重发挥财政资

金的引导作用，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进行平

等、互利合作，完善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分担和补

偿机制，撬动更多社会金融资源进入。此外，传

统的金融供给方式在农村地区受到较多的条件限

制，在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有利环境下，普惠金

融需要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以此扩大空

间覆盖率、降低服务成本和提高服务效率。二是

深化发展“普惠金融+产业项目”的产融结合扶贫

模式，此模式对贫困户而言“造血”作用突出，

对金融机构而言风险相对较小、利润有所提升，

对政府而言扶贫资金投入更精准、扶贫效率较

高。在实际中，产融结合过程仍存在许多问题，

本文认为在产业项目规划前期论证时，规划主体

应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对接，金融机构

在权衡实施成本、预期效益上具有专业优势，参

考其意见与建议，能够为产融结合良性发展打好

基础。在产业项目开展时，规划主体和金融机构

 

表 3   中介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结果
 

系数 q=10% q=20% q=30% q=40% q=50% q=60% q=70% q=80% q=90%

a 0.500 9***
(4.50)

0.319 5***
（6.72）

0.209 2***
（11.42）

0.081 9***
（3.05）

0.140 7*
（1.70）

0.047 3***
（3.49）

0.057 6***
（3.30）

0.056 3*
（1.94）

0.010 5
（0.03）

c' 0.183 9***
(9.01)

0.211 9***
（6.11）

0.253 8***
（30.93）

0.166 1***
（17.49）

0.148 6***
（6.42）

0.071 1***
（7.04）

0.040 9***
（2.81）

0.092 8***
（12.64）

0.105 6***
（13.99）

b 0.729 4***
（14.27）

0.782 8***
（13.09）

0.774 1***
（54.54）

0.755 8***
（29.06）

0.789 7***
（38.73）

0.890 8***
（30.62）

0.897 5***
（42.72）

0.811 0***
（20.21）

0.786 4***
（39.62）

 

表 4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对比结果
 

系数 q=10% q=20% q=30% q=40% q=50% q=60% q=70% q=80% q=90%

c′ 0.183 9 0.211 9 0.253 8 0.166 1 0.148 6 0.071 1 0.040 9 0.092 8 0.105 6

ab 0.365 3 0.250 1 0.161 9 0.061 9 0.111 1 0.042 1 0.051 7 0.045 7 0.008 3

结果 c′ < ab c′ < ab c′ > ab c′ > ab c′ > ab c′ > ab c′ < ab c′ > ab c′ > ab

第 3 期 骆    华，等：精准扶贫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分析 41 



要从整体考虑金融风险的控制问题，解决不同环

节信用、信息不对称问题，进一步降低产业项目

的管理成本和农业企业、农村居民的融资成本。

三是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质，农村居民（尤其

是贫困户）存在金融使用能力不足等问题，影响

了普惠金融效率，也不利于需求侧的发展。因此

金融帮扶不能只着眼于增加金融资源的供给，地

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有必要针对性开展金融知识普

及和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的金融知识、

技能、态度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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